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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理论向历史研究的回归
＊
别朝霞　代 谦
内容提要：增长理论在历经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两个历史阶段后，转向了对增长历
史问题的关注。这一演变有着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不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都
牢牢把握住了增长中的技术因素；在理论上解决了技术的内生问题之后，新增长理论尝试解释历史
上的增长问题。实际上，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技术本身也是内生演变的，受制于历史、文化、制度
等更为核心的因素。增长理论对历史的关注，实际上是超越技术去关注那些在更高层面上决定着
长期增长的因素。增长理论发展的新动向或许标志着增长理论向历史研究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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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福祉的追求一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终极目
的，对增长问题的探索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
题之一。增长理论不仅需要解释增长的现实，也需
要解释增长的历史经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和脉络，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背后的历史逻辑。工业
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在技术革命的引领下持续增长，
增长理论的发展牢牢把握着技术革命这一核心。以
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６）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触及技
术这一根本因素，但是其外生技术假定这一理论缺
陷限制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增长事实的深入考察，
“这一模型解释了一切却独独不能解释长期增长”
（Ｂａｒｒｏ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
起的新增长理论成功地将技术内生化，在内生技术
框架下深入分析技术问题，深入探讨技术对长期增
长的作用及其背后的具体机制（Ａｇｈｉｏｎ　＆ Ｈｏｗｉｔｔ，
１９９９）。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繁荣阶段中，新增长理论从
各个方面解释现实的增长。例如，有的从创新模式角
度解释增长（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有的从内生生育的角度解释增长（Ｂｅｃｋｅｒ　＆
Ｂａｒｒｏ，１９８８；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２），有的从开放经济的角度解
释增长（Ｂｒｅｚｉｓ，Ｋｒｕｇｍａｎ　＆Ｔｓｉｄｄｏｎ，１９９３），有的从
政府行为角度解释增长（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０；Ｂａｒｒｏ　＆Ｓａｌａ－ｉ－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２），有的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解释增长
（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有的从人力资本和教育的
角度解释增长（Ｂａｒｒｏ，２００１）等等。相关文献繁多，让
人眼花缭乱。一方面，这些理论都遵从共同的理论内
核———收益递增（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１９９０；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
另一方面，这些文献都紧扣人类的增长现实，紧扣技
术进步的主题。这也为新增长理论之后对历史问题
的研究提供了逻辑严密的理论基础。
随着理论的演进，增长理论尝试解释人类历史
的长期增长，将对增长现实的解释和增长历史的解
释贯穿起来。这一发展有着其自身的理论发展逻
辑：成功的增长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增长的现实，
更应该能够解释增长的历史，解释人类社会在不同
的增长历史阶段之间的演变和转换。增长理论对增
长历史的关注也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１）利用
新增长理论成熟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围向历史纵深
扩展，例如新增长理论对工业革命的探讨，对马尔萨
斯增长模式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一方面体现了增长
理论的历史厚重感，另一方面也是新增长理论演进
本身的逻辑要求。（２）超越以往对技术问题的研究
框架，讨论历史冲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等因素的
增长效应。虽然技术革命是推动人类社会长期增长
的核心，但是技术本身也是内生演变的，并不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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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极原因，它更多地受到历史冲击、制度、文化传
统、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相对于技术来说，这些
因素更为本质，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决定着技术的
演进，决定着增长的效应。增长理论近些年的发展，
完全超越了新增长理论内生技术的理论框架，在一
个更深刻、更具体的层面上探讨历史因素的增长
效应。
二、缘起：新增长理论对历史增长的关注
增长经济学家们对增长历史的关注首先会注意
到工业革命（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发源于英
国的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转折。工业革命之
前的人类社会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经济停滞是社会
常态；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好像进入了“增长
通道”，技术革命一波接着一波，人们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即便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摧残和冷战的阻碍，
增长势头依然不减。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抓住了技
术这一核心因素，但是外生技术的设定限制了新古
典理论对技术因素的进一步研究，这也促成了增长
理论对技术问题特别是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革命的
深入探讨。
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２）认为，漫长的人类历史不乏蒸汽机
这样的技术变革（例如，火的使用、轮子的发明等），
但是只有蒸汽机的发明诱发了后续一连串的技术变
革，引起了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其他的技术变革却
没有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工业革命期间一定
发生了其他历史阶段所没有发生的事情。Ｌｕｃａｓ
（２００２）认为，人口转型（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是
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以往的技术变革刺激了
人口增长，增长的人口抵消了收入的增长，人们的生
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如果在技术进步的同时，辅
之以人口增长的下降，人均收入的增长就成为可能。
而这正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
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２）将研究重点放在“人”身上。他借
鉴了Ｂｅｃｋｅｒ等人的内生生育理论（Ｂｅｃｋｅｒ　＆Ｂａｒ－
ｒｏ，１９８８；Ｂｅｃｋｅｒ，Ｍｕｒｐｈｙ　＆Ｔａｍｕｒａ，１９９０；Ｂｅｃ－
ｋ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ｓｏｎ　＆Ｓｏａｒｅｓ，１９９０）来解释人口转型问
题。利他主义的父母面临子女数量－质量的权衡，
在经济中技术水平较高的时候，父母倾向于少生育，
多进行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用子女质量来代替子女
数量。在这一机制下，人口转型得以发生。工业革
命的技术进步带来了人口增长的下降，从而引起了
人均收入的提高。
Ｇａｌｏｒ　＆ Ｗｅｉｌ（２０００）沿着人口转型的思路，进
一步对历史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将人
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马尔萨斯
模式（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后马尔萨斯模式（Ｐｏｓｔ－
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以及现代增长模式（Ｍｏｄｅｒ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ｉｍｅ）。在马尔萨斯模式中，停滞是常
态，技术进步非常缓慢，任何技术进步仅仅只是带来
人口的增长而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后马尔
萨斯模式中，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人口在经历了初期
的增长之后开始下降，人均收入迅速增加，而这正是
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经历；在现代增长阶段，技术与
人均收入稳定持续增长，人口增长逐步下降甚至趋
于停滞。
Ｇａｌｏ　＆ Ｗｅｉｌ（２０００）认为，人口转型有自己发生
的时间点，只有当外在的技术积累到一定水平之后，
父母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才变得合算，人口转
型才有可能发生。此外，在技术落后的前工业社会，
人类没有能力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只有
当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成为家庭的最优选择，
并且家庭也有能力去实现这种最优行为时，人力资
本水平才会提高，从而才有可能激发社会中一连串
的技术变革，人均收入在技术进步和生育率下降的
双重作用下持续提高。这一研究框架完全内生了技
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统一解释了人类社会不同
阶段的增长，为后来“统一增长理论”（Ｇａｌｏｒ，２００５）
的源头。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个技术进步、人均收入持续
提高的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过程。
Ｈａｓｅｎ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２）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中研究
了产业结构变迁问题。实际上，工业革命就是一个
工业部门不断扩张、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
程。在他们的模型中，农业部门投入土地和劳动力，
使用边际报酬递减的“马尔萨斯技术”；而工业部门
则利用资本和劳动力作为投入，摆脱了固定要素“土
地”的束缚，采用常规模报酬的“索洛技术”。产业结
构的变化是经济个体自主投资选择的结果。当经济
中的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投资于工业部门变
得具有吸引力，人们开始逐步投资于工业部门，积累
工业资本，而这又进一步提高了投资工业部门的吸
引力。这一过程一直持续下去，资本、劳动力不断地
向工业部门聚集，工业化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个工业化过程并不是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
的，工业化过程也是一个农业部门向现代农业进步
的过程（Ｇｏ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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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越技术：对历史增长的研究
观察人类历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增长只是历
史的片段。图１描绘了人类社会有历史记录以来的
增长：在前面的１８００年（公元元年—公元１８００年），
人类社会增长非常缓慢（在前１０００年，人类社会几
乎没有增长），增长的转折发生在１８００年前后；１８００
年之后的人类社会，经济加速增长，至今保持了两百
年。增长理论试图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人
类历史的长期增长。对历史增长的反思是增长理论
发展的新动向。
图１　人类增长历史
资料来源：麦迪逊（２００３），ｐｐ．２６２－２７２。
早年的文献一般将人类的增长历史划分为几个
大阶段，用一个统一的增长理论来解释。具体地说，
增长理论家们往往从人口转型的角度切入研究，总
结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特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各种
增长特征（Ｇａｌｏｒ，２００５；Ｇａｌｏｒ　＆ Ｗｅｉｌ，２０００）。但
是，人类社会发展千差万别，条件各异，根本无法用
一个统一的增长模式来囊括。因此，增长理论家又
发展了多重均衡模型应对这种多样性（Ｇａｌｏｒ，
２００７；Ｇａｌｏｒ　＆ Ｍｏａｖ，２００２）。然而，历史发展的多
样性并非随机产生，各种千差万别的因素在其中发
挥作用，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发展。经济学家们
试图找到这些决定因素，弄清楚它们的影响机制。
鉴于此，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增
长理论家们基本上放弃了对统一理论框架的探索和
构建，更多地探讨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后果与影响机
制。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远
远不是简单的增长模型能够囊括；另一方面，由于历
史事件的多种多样，文献的研究也呈现多样性的特
点。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我们的回顾存在着
“挂一漏万”的可能，这里仅仅对代表性文献进行
梳理。
（一）历史经验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社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冲击。不变的人性决定着不同的个体和集体在相同
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人类会向类似的方向演
进。观察人类历史，历史不断在自我重复，“太阳底
下没有新鲜事”，这就决定人类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学
习。相对于笼统讨论制度、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
（Ｌａｎｄｅｓ，２００３），经济学家们更关注具体历史事件
的影响。这一支文献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特征。经济
学家往往研究某一具体事件长期或短期历史的影
响，在增加对历史演变认识的同时，推动经济理论本
身的发展。
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从
非洲向各个大陆迁移扩散。虽然各地的人们同宗同
源，但如今各国却发展各异。Ａｓｈｒａｆ　＆Ｇａｌｏｒ（２０１３）
研究了人类在从非洲起源地向外迁徙中，人类基因多
样性对当地发展的影响。基因不同意味着不同的种
族、群体和文化习俗，意味着彼此认同感降低，这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非洲为什么部族冲突不断，种族仇杀
不绝。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研究了犁的引入对人类社
会的影响，犁的引入强化了男性的力量优势，开始改
变人类社会性别角色对比。换而言之，当人类社会
转入农耕文明的时候，社会性别结构也会发生相应
的改变。
欧洲的经验让人瞩目，经济学家的研究从许多
方面展开。瘟疫、战争和城市化在欧洲早期的发展
中至关重要（Ｖｏｉｇｔｌａｎｄｅｒ　＆ Ｖｏｔｈ，２０１３）。值得一
提的是，大规模瘟疫（例如黑死病）的爆发具有某种
历史偶然性，但是瘟疫的传播和欧洲各国紧密的联
系、商队的穿梭、军队的调动有关；欧洲的城市化和
美洲高产作物的引入有着紧密的联系（Ｎｕｎｎ　＆
Ｑｉａｎ，２０１１）；战争则和欧洲传统的政治格局有很大
关系。这些都使得欧洲开始摆脱马尔萨斯循环，整
个社会开始迈进新的模式（Ｇｅｎｎａｉｏｌｉ　＆ Ｖｏｔｈ，
２００９）。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具有
开拓性意义，但是英国毕竟孤悬海外，对欧洲大陆缺
乏直接影响；对欧洲大陆国家有直接影响的是法国
和德国。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Ｃａｎｔｏ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研究了法
国大革命的影响。疾风暴雨的法国大革命对君主制
盛行的欧陆其他国家来说完全是外生的制度变革；
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四处扩张，无意中也造成了被
占领地区强制性的制度改变；这种制度变革的趋势
不可逆转，即便在拿破仑失败之后，各国君主重回故
地，整个欧洲大陆仍然朝着新的制度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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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ｄｄｉｎｇ　＆Ｓｔｕｒｍ（２００８）则研究了德国分裂和重新
统一对企业所面临的市场规模的影响。
不仅欧洲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其也
是人类历史发展中非常普遍的现象。Ｂｌｅａｋｌｅｙ　＆
Ｌｉｎ（２０１２）以美国的港口城市为例研究了美国城市
发展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美国早期很多城市都是水
道货运枢纽，当水运衰落之后，以前的港口城市并没
有衰落下去，反倒继续发展成为重要的大城市。
Ｈｏｒｎｂｅｃｋ（２０１０）以１９世纪美国中部大平原“铁丝
网”的引入为例，探讨了产权制度对美国中部平原农
业生产率的影响。相对于以往的木头栅栏和石头栅
栏，“铁丝网”提供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农田产权
保护方式。农田产权保护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农
业生产率的高低。Ｈｏｒｎｂｅｃｋ（２０１２）研究了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美国的沙尘暴，刻画了美国经济（例如产业
结构、人口流动等）在其中所受到的冲击以及经济在
短期和长期中所进行的调整。当时的调整模式和现
代经济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完全一样。
（二）殖民时代的遗产
和欧洲兴起相伴的是殖民扩张和血腥的奴隶贸
易，对殖民时代的反思也是近些年经济史研究的热
点之一。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考察了殖民者的制
度遗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
的美洲、非洲以及很多亚洲国家历史上都是西欧国
家的殖民地，但是今天这些国家发展迥异：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
革命，成为发达国家；但是其他国家却长期动荡不
安，经济停滞。他们认为，各国当今的经济发展依赖
于它们的制度（如对政府专断权力的约束、独立的司
法、产权制度、教育平等等）；当前的制度受制于其早
年殖民地时代的制度遗产；而殖民地时代的制度遗
产取决于当年殖民者的殖民政策：是采取掠夺政策
而源源不断地将殖民地财富转移到宗主国，还是按
照宗主国的制度模式长期经营殖民地。当时的殖民
条件左右着殖民政策的选择。殖民条件中最重要的
就是殖民者的死亡率。如果殖民地的死亡率很高，
殖民者一般不会采取长期经营的殖民政策，而以掠
夺式经营为主；如果殖民地适合殖民者长期居住，则
殖民者会做长期经营的打算。他们的计量结果支持
了这一假说，早年的殖民条件决定的殖民政策对于
今天的制度模式有很大的影响，从而对这些国家的
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殖民经历对殖民地国家影响复杂，不能笼统论
之。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的研究展示了殖民经历
对新大陆殖民地国家影响的复杂性；而Ｆｅｙｒｅｒ　＆
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２００９）利用岛国的数据研究发现，殖民经
历对殖民地发展具有正向影响；Ｊｉａ（２０１４）利用近代
中国通商口岸的数据，验证了西方国家殖民活动对
通商口岸发展的正向效应。大相径庭的结论进一步
表现了殖民经历影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Ｂｒｕｈｎ　＆
Ｇａｌｅｇｏ（２０１２）进一步指出，殖民历史对殖民地的影
响取决于殖民者当年的所作所为。如果当年殖民者
只是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攫取当地的资源（例如
开矿、庄园种植等），建立“攫取性制度”（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殖民历史必然对殖民地产生负向影
响；只有当殖民者打算长期经营殖民地，复制和完善
宗主国的法律制度，建立“包容性制度”（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殖民历史就会对当地发展产生正向
影响。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Ｉｙｅｒ（２００５）研究了殖民时代英国殖
民者在印度推行的土地占有制度对地区长期发展的
影响。在印度的不同地区，英国殖民者推行不同的
土地占有方式（Ｉｙｅｒ，２０１０）：在某些地区，英国殖民
者直接占有土地，直接获得土地收益；而在另外一些
地区，英国殖民者通过当地的地主间接控制土地。
土地占有方式的不同影响着这些地区的发展；具体
来说，英国直接占有土地的地方有着更高的健康水
平、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好的农业投资。产生这些差
异的原因在于，英国殖民者对自己直接控制的地方
有着更多的正向影响。实际上，当年来自于殖民者
的制度遗产往往成为后进国家的模仿典范。这也支
撑着Ｂｒｕｈｎ　＆ Ｇａｌｅｇｏ（２０１２）的观点：殖民经历的
效应取决于殖民者当年的所作所为。
和西方殖民行为相伴随是奴隶贸易，奴隶贸易
对输出奴隶的非洲来说是一场灾难，其影响持续至
今，出口奴隶越多的地区，其长期发展受到的负面影
响越大（Ｎｕｎｎ，２００８）；值得注意的是，奴隶贸易对
不同的欧洲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当年的西班
牙、葡萄牙从大西洋贸易（主要是奴隶贸易）中获得
的好处远远大于英法，但是工业革命却发生在比他
们条件更差的英国。在英法崛起之后，西葡两国也
是风光不再。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认为，只有当大
西洋贸易与西欧国家的内在制度形成良性互动之后
才能促发工业革命。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各国王室专
制权的强弱。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专制王权的国
家，王室和与王室有着紧密联系的特权阶层完全垄
断了大西洋贸易，从大西洋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又进
一步加强了王室的专制和特权。这样，贸易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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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利益无法普惠大众，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社
会结构趋于僵化，商人阶级也无从产生，商业化的发
明创新也无从谈起。反观英国，王权在传统上就受
到议会很大的限制，“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成为
基本的政治制度，王室无力垄断各种商业机会，大西
洋贸易的好处得以普惠大众，商人阶层不断发展壮
大，社会也能对经济机会做出充分的反应。为了经
济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蓬勃开展且不
断积累，最终促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三）制度遗产
制度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在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１）开拓
性研究之后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制度本身
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同时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对经
济增长会产生深远影响（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显
然文献对制度问题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早年的笼统抽
象讨论，而转向探究具体制度内容的影响。
Ｐｕｇａ　＆Ｔｒｅｆｌｅｒ（２０１４）研究了意大利威尼斯城
的兴衰。在大西洋贸易兴起之前，地中海是欧洲贸
易的核心，其中的威尼斯为核心中的核心。但是最
初的新兴贵族通过海外贸易攫取财富、控制威尼斯
政治之后，却开始垄断威尼斯政治、阻塞下层阶层向
上流动的通道，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固化
社会阶层。僵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威尼斯错过了大
西洋贸易兴起、工业革命开展等历史机遇，在历史竞
争中落后了。Ｄｅｌ（２０１０）研究了秘鲁当年的奴隶制
度对当今发展的影响。南美洲矿藏资源丰富，强制
劳动的奴隶制度在南美的矿山流行。当今南美国家
的种种乱象总能够找到当年奴隶制度的影子，当今
南美发展的失败和其制度的失败紧密相关。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研究了“财富的逆转”背
后的制度问题。目前那些发展较差的地区在１５００
年“大分流”时代之前往往发展领先，而那些现在发
展较好的地区，在“大分流”时代之前往往发展落后。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财富的逆转”？这一现象背后是
“制度的逆转”。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国家为新时代
的崛起做了相当多的制度准备：城市兴起、文艺复
兴、大航海、宗教改革等重大变革冲击层出不穷，“工
业革命”只是这些制度大变革的一个自然的结果。
反观那些早年的领先者，由于旧有制度在前期发展
中取得了相对的成功，社会无法尝试新的制度框架，
仅仅在旧有的制度框架内修修补补。一旦西方社会
借助“工业革命”四处扩张，这些早年的领先者被远
远抛在后面。
Ｂｅｓｌｅｙ　＆Ｂｕｒｇｅｓｓ（２０００）研究印度独立之后的
土地制度改革与其反贫困的关系。独立之后，印度
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其目标在于取消中间人
地主，增加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相关的贫困。然而，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在
不同的地方施行的效果并不一样，其原因是不同地
方千差万别的制度环境。Ｂｅｒｎｈｏｆｅｎ　＆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０５）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对外开放对日本贸
易利得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打破幕府时
代的闭关自守，在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市场的同
时，也获得了相应的贸易利得。Ｈａｙａｓｈｉ　＆ Ｐｒｅ－
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８）更进一步研究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
后，其产业结构变化之中制度传统的影响。日本是
典型的东亚文化，家庭生活中“家长制”盛行，“子承
父业”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种制度传统，阻碍了
当时日本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制度本身具有内生性，是历史演变的结果。由
于制度内涵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一方面尝试在一
般化层次上去剖析制度（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０５）；另一方面，从社会结构、个人信仰、宗教观念、
文化传统等角度探讨具体制度的影响。
（四）社会结构
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外生冲击多种多样，有些冲
击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人们往往在与世隔绝
的岛屿、沙漠、原始深林中发现文明退化、技术发展
停滞不前的原始文明或其遗迹（Ｈｅｎｒｉ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人们推测这些地方可能因为某些外生的自然
冲击而发生文明发展的逆转（例如海平面的突然升
高导致原先和大陆相连的陆地成为与大陆隔绝的孤
岛，这样的冲击导致了当地发展的剧变）。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１３）利用埃及的尼罗河泛滥数据，验证了自然冲
击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影响。当时的埃及，精神的宗
教权力和世俗的军事权力是分离的。尼罗河的泛滥
使农业生产受损，粮食价格上涨，增加了社会动乱的
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宗教在稳定社会、解决
社会危机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这在无形中增强了
宗教领袖的力量。统计结果表明，在尼罗河泛滥时
期，宗教领袖被罢黜、流放的概率都大大减小。自然
的冲击影响着埃及的宗教与军事力量的消长，影响
着埃及的政治结构。
外生冲击为经济学家们识别其中具体的制度传
导机制提供了机会。如果外生冲击能够深入改变社
会结构，那么外生冲击将造成深远的影响。二战期
间美国对日本相关城市的轰炸（Ｄａｖｉｓ　＆ Ｗ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８），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对越南相关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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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Ｍｉｇｕｅｌ　＆Ｒｏｌａｎｄ，２０１１），都造成了相关城市
的满目疮痍。但是，天空上的轰炸并没有深入改变
当地的社会结构，在经历一两代人之后，这些当年遭
受轰炸、满目疮痍的地区又重新恢复了战前的繁荣。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Ｈａｓｓ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研究了纳粹德国对
某些前苏联占领区实行大屠杀的影响。纳粹德国的
屠杀虽然是针对犹太人，但是这种大屠杀却使得当
地损失了相当的精英人口，完全改变了当地的社会
结构。大屠杀的影响持续至今，那些遭受过纳粹德
国大屠杀的地区直到今日（如在苏联解体之后），其
经济与政治表现也较差。又如，东德、西德同文同
种，由于历史的偶然变成两个国家，东德、西德甚至
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战前，德国的航空中心在
柏林，分裂之后，航空枢纽转移到法兰克福。这种变
化是根本而不可逆转的，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航空
中心再也没有能够回复到柏林（Ｒｅｄ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航空中心的变化只是东西德演变一个小小
的方面，东西德的发展落差体现在经济的方方面面。
无独有偶，朝鲜和韩国的发展迥异更让人感叹。
经济学家们进一步研究了“昙花一现”的外生冲
击产生持续影响的具体机制。Ｎｕｎｎ　＆ 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
（２０１１）以非洲的奴隶贸易为例，探讨了外生冲击长期
影响的机制。非洲奴隶贸易早已经彻底结束，距离其
巅峰时期也有近三百年的时间，世界政治军事格局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洲国家早就获得了民
族独立，但是非洲大陆仍然经济发展停滞，部族宗教
冲突不断。当年的奴隶贸易往往利用黑人之间的矛
盾来捕获黑奴，增加了部族之间、家族之间和人与人
之间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通过宗教、文化、传
统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一种历史印记。如果单方面
取消某些制度，而不去关注与之相配合的社会结构，
那么这种改变也很难成功。例如，在中国的晚清，政
府强令取消“科举制”（１９０５年），而不去关注“科举
制”背后的社会结构，强行阻断了社会精英的上升渠
道，社会陷于混乱的境地（Ｂａｉ　＆Ｊｉａ，２０１５）。
（五）“文化”黑箱
个人信仰、宗教观念、文化传统综合为“文化”因
素。无疑，文化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并最终在增长
层面 上 体 现 出 其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例 如，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２０１１）对文化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梳理，文
化影响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生育率、劳动市场规则、
再分配和金融发展等经济的方方面面。Ｇｉａｖａｚｚ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则发现了长期以来ＯＥＣＤ国家里对性别、
年轻人和闲暇的文化态度的改变对女性就业率和人
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重要。“文化”内涵复杂，学界定
义繁多。可以肯定的是，在集体层面，文化是集体的
信仰、社会规范；在个体层面，它涵盖个体的信仰和
偏好。这种信仰和偏好往往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通常其变化比较缓慢（Ａｇｈｉｏｎ　＆ Ｈｏｗｉｔｔ，２００８）。
此外，各民族、各国家发展历史和发展态势迥异，也
影响各地的文化。
作为文化重要内容的宗教，在经济发展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Ｇｕｉ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认为宗教信仰影响
着社会成员对合作、政府、法律规则、节俭、市场经济
等事情的经济态度，这种态度通过父辈对子女的影
响而不断传承从而形成文化传统。在这方面，基督
教更有利于社会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态度。
例如，不同宗教对节俭有着不同的认识传统。那些
传递节约观念给孩子的人们所占比重越大的国家，
其储蓄率和增长率相对较高，这也能够为跨国储蓄
率存在巨大差异提供文化方面的解释。
信任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Ｇｕｉ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Ｋｎａｃｋ　＆Ｚａｋ（２００１）利用跨国数据研究了信任和增长
的关系，研究发现，信任程度高的地区，其投资率和经
济增长率也较高；极度不信任的地区通常会落入贫穷
陷阱。Ｔａｂｅｌｉｎｉ（２０１０）认为文化表现为信任和对其他
人的尊重，对个人决策的认同。基于这样的认识，他
用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度量文化验证了文化对经济长
期发展的重要性，人均 ＧＤＰ和增长越高的地区，
“好”的文化水平也就越高，即高水平的信任、对个人
决策的认同、高的道德水平和对权威的不盲从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Ｇｌａｅｓｅｒ，２００４）。
文化也能影响政府政策的实施。这里有两个问
题需要探讨：一方面，不同文化传统的个人和群体对
相同的政府政策抱有不同的观念和认识，从而影响
着政府政策的效果。例如，不同的宗教和非宗教团
体对政府的反贫困政策有着不同的态度，这些态度影
响着政府的反贫困政策（Ａｌｅｓｉｎａ　＆Ｇｌａｅｓｅｒ，２００４）。
另一方面，为什么有的国家会选择糟糕的公共政策？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９７）发现，民族多样化是理解跨
国公共政策差异的重要因素：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
洲国家经济伴随着政治不稳定、教育水平低下、金融
体制落后、外汇市场扭曲、政府高赤字和基础设施欠
缺等特点，高度分离的种族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传统，有着不同的认
同感，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无法选择和执行好的公共
政策。
进一步地，Ｍｉｃ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２０１４）
—９２１—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研究了文化与制度对非洲地区发展的作用。非洲地
区种族繁多，种族文化纷繁芜杂。同一个国家会包含
很多种族，同一个种族的人也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
分布在不同国家同一种族的人，即便面临不同的国家
制度，但是却面临相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也面
临相类似的地理条件。这些因素都决定着当地的经
济发展。具体来说，他们以非洲独立之前因为政治
边界毗邻而居、却属于不同国家的超过２００多个种
族的经济表现展开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制
度的差异并没有对分属不同国家的同一种族的经济
表现出任何系统性影响。在同一种族内，国家制度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复存在。文化在种族群体
中代际传递且根深蒂固，对经济表现产生了重要影
响。同样，Ｇｕｉ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利用意大利的发
展经验也发现：人们的行为更多受到其出生地的社
会资本影响，移民出生地的文化对移民的行为有着
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一影响在移民离开了出生地之
后依然存在。
文化因素往往隐藏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背后
（Ａｌｅｓｉｎａ　＆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２０１５），所以在研究层面，学
者们 很 难 将 文 化 因 素 从 制 度 因 素 中 分 离。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２０１１）利用移民群体样本从制度中分离
出文化因素。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群体在当地面临
相同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规范，但是移民群体往往聚
集生活，保持着自己的家乡文化和习俗。利用移民
数据，经济学家就将文化从制度环境中分离出来。
这一识别思路与 Ｍｉｃ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
（２０１４）从种族层面考察文化作用的思路异曲同工。
Ｄｏｅｐｋｅ　＆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０８）研究了英国工业革
命中不同阶层文化的作用。工业革命过程中，产生
于中产阶级的资本家代替了地主成了社会中的主要
力量。这一主导阶层转变的背后是社会主导阶层代
表的文化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市场并
不完善，富人靠收取租金度日并发展出了喜欢闲暇
的偏好；而中产阶级则从事需要依靠自身努力、技能
和经验的工作，发展出了忍耐和职业道德两种类型
的文化价值。这一文化的转变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
传承下来，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六）人力资本
增长的核心是人，历史中人力资本的因素和长
期增长紧密相关。近年来文献对人力资本的探讨远
远超过了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当年对人力资本因素的探
讨。从历史的角度对人口因素的考察，有两个层面
的问题：（１）人口数量对增长的影响；（２）人力资本的
增长效应。对东西方人口增长历史的观察，人们首
先注意到的是东西方人口增长率的不同。根据人口
学家的估算，前一个千年（公元元年至公元１０００
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１‰；后一个千年，中
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了１‰（葛剑雄，２００１）；这一
数值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口的增长率。中国人的高生
育率背后是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中国人往往以宗族
为单位集聚居住，子代受到宗族和家族的资助，往往
很早成家而开始家庭生活；而西方人在没有稳定的
收入之前，却多半不会选择家庭的生活负担。韦伯
（２０１０）从基督教文明的角度解释了西方社会的低生
育率问题。Ｖｏｉｇｔｌａｎｄｅｒ　＆Ｖｏｔｈ（２０１３）则认为欧洲
的战争、瘟疫、城市化降低了欧洲的人口增长率，使
得欧洲世界得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人们的创新和人口规模紧密相关（Ｊｏｎｅｓ　＆
Ｖｏｌｒａｔｈ，２０１３），人们的随机接触不仅能够增加创
新的概率，也加快了知识的扩散和传播（Ｌｕｃａｓ，
２００９）。显然，人口规模可以使得经济获得相关的创
新优势，这可以解释拥有庞大人口规模的传统中国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领先。但是这种优势在西方的科
学实验制度兴起之后便不复存在，科学家在实验室
短时间内有目的的试验次数超过了传统中国一个工
匠一生随机摸索的总和（Ｌｉｎ，１９９５）。同时，明清专
制而封闭的制度也阻碍了创新的产生，更没有能够
像欧洲那样发展出完整地鼓励创新的产权专利
制度。
Ｇａｌ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研究了各国近代化历程中人
力资本的作用。经过长期的历史竞争，幸存的农耕
文明站在近代化的门槛之上。更平均的土地占有意
味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平均和普通农民收入的提高，
普通农民能够有能力去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
在生存线上挣扎。这样就提高了社会对教育等人力
资本积累的需求。此外，在一个地权相对均等的社
会中，社会更容易建立各种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制
度（如公共学校体系）。而这些制度，都支撑了经济
的长期增长。
Ｃａｎｔｏｎｉ　＆ Ｙｕｃｈｔｍａｎ（２０１４）研究了欧洲中世
纪大学在欧洲商业发展中的作用。商品经济的发展
需要相应的人才支持。中世纪大学打破了教会对教
育的垄断，为城市、手工业、商业培养了大量能写会
算的人才。由于商业的发展涉及大量的商业关系，
中世纪大学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法律人才，
中世纪大学的毕业生摸索出很多和商业发展相适应
的商业规则和商业制度。Ｂｅｃｋｅｒ　＆ 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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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研究了“宗教改革”的长期影响。“宗教改革”
打破了教会系统对宗教的垄断，普通教众可以通过
《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成为“上帝”的信徒。这
一运动产生了一个效应，号召大家都来读《圣经》，无
形中提高了社会中的识字率，为欧洲的经济起飞提
供了人力资本的支持。
具体地，Ｓｑｕｉｃｃｉａｒｉｎｉ　＆Ｖｏｉｇｔｌ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５）区分
了人力资本中知识精英和一般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以１８世纪法国为例，探讨了知识精英对法
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他们利用当时的“百科全书”的
订阅数据来代理知识精英的分布。一般的人力资本
能够提高具体的生产效率，能够提高企业的收入，但
是在技术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知识精英作用更加
明显，能够使得企业家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推动企
业采取新的技术。知识精英对企业、城市、国家来
说，更具有一种增长效应。
四、结束语
增长的现实和历史一直推动着增长理论的发
展，增长理论本身的演变实际上反映着增长的现实
和历史以及对增长问题思索的深化。当历史增长问
题重新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视野时，经济学家的研
究异彩纷呈。然而相关的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历史冲击、大分流、殖民遗产、制度传统、社会结构、
文化等激动人心的研究课题或许标志着增长理论与
历史研究的合流。它们都在解释一个共同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决定或阻碍着发展，“天下大同”是这个
世界的归宿吗？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０）对此满怀信心，他认为
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从英国扩散到法国、美国、德
国，传播到俄国、日本，又波及亚洲一些东亚国家和地
区。随着扩散范围的扩大，相关国家开始搭上增长
的列车，进入增长通道，这种扩散直到今天还远没有
结束。如果放宽历史的视角，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
的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收敛。增长的扩散有一个
过程，不可能所有的国家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各国
具体背景条件、国情千差万别，这些偶然性必然决定
经济增长有先有后，那些加入增长俱乐部的国家自
然会拉大与那些未加入增长俱乐部国家的差距。长
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收敛是绝对的；而对于世界各国
增长的发散（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问题，如 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２）所
说，收入不平等伴随着工业革命扩散所带来的好处
在历史上仅仅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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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ｏｕｇｈ”，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８（２）：１５５－１９４．
Ａｓｈｒａｆ，Ｑ．＆Ｏ．Ｇａｌｏｒ（２０１３），“Ｔｈｅ‘ｏｕ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３（１）：１－４６．
Ｂａｉ，Ｙ．＆Ｒ．Ｊｉａ（２０１５），“Ｅｌｉｔ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ａｍ”，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８４（２）：６７７－７３３．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Ａ．＆Ｌ．Ｉｙｅｒ（２００５），“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５（４）：
１１９０－１２１３．
Ｂａｒｒｏ，Ｒ．Ｊ．（１９９０），“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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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９８（５）：
Ｓ１０３－Ｓ１２５．
Ｂａｒｒｏ，Ｒ．Ｊ．（２００１），“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９１（２）：１２－１７．
Ｂａｒｒｏ，Ｒ．Ｊ．＆Ｘ．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２），“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ｏｄ－
ｅｌ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９（４）：
６４５－６６１．
Ｂａｒｒｏ，Ｒ．Ｊ．＆ Ｘ．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
Ｂｅｃｋｅｒ，Ｇ．Ｓ．＆Ｒ．Ｊ．Ｂａｒｒｏ（１９８８），“Ａ　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３（３）：１－２５
Ｂｅｃｋｅｒ，Ｇ．Ｓ．，Ｋ．Ｍ．Ｍｕｒｐｈｙ　＆ Ｒ．Ｔａｍｕｒａ（１９９０），“Ｈｕ－
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９８（５）：Ｓ１２－Ｓ３７．
Ｂｅｃｋｅｒ，Ｇ．Ｓ．，Ｔ．Ｊ．Ｐｈｉｌｉｐｓｏｎ　＆ Ｒ．Ｒ．Ｓｏａｒｅｓ（１９９０），“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９５（１）：２７７－２９１．
Ｂｅｃｋｅｒ，Ｓ．Ｏ．＆Ｌ．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９），“Ｗａｓ　Ｗｅｂｅｒ　ｗｒｏｎｇ？Ａ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４（２）：５３１－５９６．
Ｂｅｒｎｈｏｆｅｎ，Ｄ．Ｍ．＆Ｊ．Ｃ．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５），“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５
（１）：２０８－２２５．
Ｂｅｓｌｅｙ，Ｔ．＆Ｒ．Ｂｕｒｇｅｓｓ（２０００），“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５（２）：３８９－４３０．
Ｂｌｅａｋｌｅｙ，Ｈ．＆Ｊ．Ｌｉｎ（２０１２），“Ｐｏｒ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７（２）：５８７－６４４．
Ｂｒｅｚｉｓ，Ｅ．Ｓ．，Ｐ．Ｒ．Ｋｒｕｇｍａｎ　＆Ｄ．Ｔｓｉｄｄｏｎ（１９９３），“Ｌｅａｐ－
ｆｒｏｇｇ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８３（５）：１２１１－１２１９．
Ｂｒｕｈｎ，Ｍ．＆Ｆ．Ａ．Ｇａｌｅｇｏ（２０１２），“Ｇｏｏｄ，ｂａｄ，ａｎｄ　ｕｇｌｙ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Ｄｏ　ｔｈｅ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９４（２）：４３３－
４６１．
Ｃａｎｔｏｎｉ，Ｄ．＆ Ｎ．Ｙｕｃｈｔｍａｎ（２０１４），“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ｉｅｓ，ｌｅｇ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９（２）：８２３－８８７．
Ｃｈａｎｅｙ，Ｅ．（２０１３），“Ｒｅｖｏｌ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ｉ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ｈｏｃｋ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８１（５）：２０３３
－２０５３．
Ｄａｖｉｓ，Ｄ．Ｒ．＆Ｄ．Ｅ．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８），“Ａ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８（１）：２９－６５．
Ｄｅｌ，Ｍ．（２０１０），“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ｕｓ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ｉｔａ”，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７８（６）：１８６３－１９０３．
Ｄｏｅｐｋｅ，Ｍ．＆Ｆ．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０８），“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３（２）：７４７－７９３．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Ｗ．＆ Ｒ．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９７），“Ａｆｒｉｃａ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２（４）：１２０３－１２５０．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Ｒ．（２０１１），“Ｄｏ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Ｊ．Ｂｅｎｈａｂｉｂ
＆ Ｍ．Ｄ．Ｊａｃｋｓｏｎ（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ａｎｄ．
Ｆｅｙｒｅｒ，Ｊ．＆Ｂ．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２００９），“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ｃｏｍｅ：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９１（２）：２４５－２６２．
Ｇａｌｏｒ，Ｏ．（２００５），“Ｆｒｏｍ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Ｕｎｉｆｉ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Ｐ．Ａｇｈｉｏｎ　＆ Ｓ．Ｎ．Ｄｕｒｌａｕｆ（ｅｄ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Ｇａｌｏｒ，Ｏ．（２００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９（３）：
４７０－４７５．
Ｇａｌｏｒ，Ｏ．＆ Ｄ．Ｎ．Ｗｅｉｌ（２０００），“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Ｆｒｏｍ　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９０（４）：８０６－８２８．
Ｇａｌｏｒ，Ｏ．＆Ｏ．Ｍｏａｖ（２００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７
（４）：１１３３－１１９１．
Ｇａｌｏｒ，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７６
（１）：１４３－１７９．
Ｇｅｎｎａｉｏｌｉ，Ｎ．＆ Ｈ．Ｖｏｔｈ（２００９），“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Ｍａｋｅ　ｗａｒ，ｎｏｔ　ｌｏｖ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９９（２）：２４８－２５４．
Ｇｉａｖａｚｚｉ，Ｆ．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１（６）：
１２５６－１２８９．
Ｇｏ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９２（２）：１６０－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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